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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西安市大气网格化治理于2014年深入实践以来，西安市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但冬季依然存在极端

天气现象，雾霾污染依旧非常严峻。直观上难以判断大气网格化治理机制对于空气质量改善是否有效，

其治理效果甚至受到外界质疑。为分析该问题，运用2013至2017年的日度时间序列数据与工具变量回

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整体空气质量角度还是从污染物异质性(SO2、O3)角度分析，该环境

规制政策效果十分显著。研究进一步发现，西安市不同时期空气污染物存在结构性差异，夏季以SO2污

染为主，网格化治理通过遏制SO2排放而显著改善空气质量；冬季则以NOx污染为主，网格化对此治理效

果并不显著，无法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综合考虑，网格化治理能够发挥预期治理成效，只是进入冬季

后，能源消费季节性变化导致污染物结构性变化，进而弱化网格化冬季治霾效果，但西安市大气网格化

治理依然能够为汾渭平原雾霾协同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奠定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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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id management in Xi’an City, the air quality has been improved ob-
viously, but there were still some extreme weather issues that were not addressed totally. Thus, 
we cannot directly draw the conclusion of whether grid management can improve air quality; even 
it can be easily criticized by society. This paper uses time series data from 2013 to 2017 and in-
strument variables to tak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manifest that whatever in the perspec-
tive of AQI or different air pollutants (SO2, O3), the effect of thi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is 
very remarkable. Research further found that air pollutants of Xi’an hav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summer, pollutants are SO2 mainly, and grid management can improve AQI 
obviously by controlling emission of SO2; but during winter, pollutants are NOx mainly, so grid 
management can not improve AQI. To sum up, the mechanism of grid management is effective; 
merely, structural change of energy consumption leads to that of pollutants in winter, so it wea-
kens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grid management. But grid management of Xi’an can provide the ba-
si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bout haze pollution for thes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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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西安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治污减霾工作。为保证大气污染防治活动有序进行，相继出台

《西安市“治污减霾”工作实施方案(2013 年)》与《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治污减霾网

格化治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成立自上而下的四级网格，共计 3748 个小网格，消除治霾“盲区”。大气

网格化治理是雾霾治理的创新方式。旨在解决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交叉、执法力量分散、基层机构不全、

任务落实不力等问题。划分的 3748 个热点网格，实则由人(网格员)落实治理过程：网格员利用五官感知(视
觉、嗅觉)监测大气污染源，并从源头进行遏制。首先对造成污染的行为主体进行劝阻，劝阻无效则将污

染情况上报至“智慧平台”，“智慧平台”根据污染源类型，确定责任主体，对其进行问责，然后再对

污染源进行处理。西安市空气质量得到改善的同时，冬季极端天气现象仍然存在。2013 至 2017 年西安

市优良天数依次为 138、211、251、192 与 180 天，虽然西安市优良天数在实施网格化治理后相比之前有

所增加，且 2015 年治理效果最为明显。但此后，西安市的优良天数逐年减少，2018 年也仅有 188 天优

良天数，直观反映难免为西安市治霾效果有所减弱。2015 年 12 月 30 日，网格化治理更是受到外界批评，

环保部指出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和精细化管理不到位。西安市地处汾渭平原，相邻省市的空气污

染物容易跨域传输至关中境内，来自西北方向的沙尘天气又极易影响关中地区空气质量，此外，南北方

向坐落秦岭与黄土高原，因此关中城市群境内空气流通较为滞缓，空气污染物容易在此滞留。另外，气

象因素，比如降雨、降雪、风速均能够影响空气质量。因此，直观上难以简单得到网格化治理与空气质

量关系的相关结论。然而，是否真如外界所言，网格化治理存在问题？本文通过实证对以上问题进行回

答，以进一步完善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机制，使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以及西部开放高地的西安市能够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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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天气地区提供大气污染防治方案的“西安模式”。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创新 

在研究环境规制与空气质量关系领域中，目前已有研究大致分为两条脉络。第一条脉络为直接度量

环境规制强度，来研究其与空气质量关系。该脉络中，度量环境规制的方法非常丰富，如王书斌与徐盈

之以地方颁布的环境行政规章数、地区当年受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地区排污费用与工业总产值比

值三项指标分别度量环境行政管制强度、环境污染监管强度、环境经济规制强度，并作为环境规制变量

[1]；祁毓等通过设置虚拟变量表示空气质量限期达标与非达标城市以度量环境规制[2]；张同斌采用排污

费收入额与污染排放变量比值作为度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3]；孙坤鑫与钟茂初使用单位产值的工业废

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表示环境规制水平[4]；朱向东等使用污染密度法度量环境规制强度[5]。第二条脉络

为研究某个具体环境规制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如研究机动车限行政策[6] [7] [8]、城市轨道交通[9] [10]、
能源替代政策[11]、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12]、以及中央环保督察[13]对空气质量影响。 

虽然环境规制与空气质量关系的研究内容与角度均较为丰富。但网格化治理已践行多年，环境规制

领域在该方面却鲜有研究。本文顺承二条脉络，拟研究其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并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为网

格化治理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完善该治理机制，同时本文还能够在一定层面上丰富网格化治理实证研究，

为环境规制提供新的研究内容与视角。 
目前环境规制领域使用较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为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ID)、

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或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等
进行政策评估。基于本文研究选题角度，若考虑使用 DID，需要寻找与西安市各方面发展相似的城市作

为对照组样本，西安市虽然地处西部，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与“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具有独特的战略

定位，难以寻找到与之相似的城市作为对照组；若使用 RDD，需要政策具有强烈的“一刀切”性质，而

网格化治理是阶段推进过程，大气热点网格覆盖率是逐渐累加的过程，因此不能使用 RDD 进行政策评估；

若使用 PSM 方法，同样需要寻找与西安市发展相近的城市，构造“合成西安”，进行政策评估，即使寻

找到此类城市用于“合成西安”，但政策的阶段推进特征同样使得 PSM 方法不适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终选取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方面：① 本文将

较为正式研究大气网格化治理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并能够将“网格化治理”进行量化；② 由于该环境规

制政策具有时间趋势(大气热点网格覆盖率随时间推进，具有动态变化特征)，本文不是直接将其简单设定

为政策虚拟变量(即单差法[14])，而是寻找能够量化该政策的指标(覆盖率差分值)，作为本文最为关心的

解释变量，此方法能够将政策在时间上的异质性表现出来，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③ 本文除研究网格化

治理对空气质量影响外，还将进一步分析网格化治理与空气污染物异质性关系，同时以环保部批评日期

为时间断点(准实验)，分析时间断点前后的政策效应。 

3.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3.1. 基准模型与数据说明 

本文拟研究西安市网格化治理能否对空气质量起到改善作用，同时考虑到其他环境规制政策(如网格

化治理政策实施前的“保卫蓝天”)产生的影响(若网格员进行劝阻无效，上报给“智慧平台”的污染突发

事件将会直接与部分“保卫蓝天”责任主体挂钩，因此两者具有一定相关性，若不控制此环境规制政策，

将使得网格化治理的参数估计值在绝对值上偏大，因此必须将“保卫蓝天”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基准模型

中)，构建如下基准模型，以较精确衡量网格化治理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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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11
0 1 1 1 1t t i it i it t t it ti i iaqi coverage X Zα α β γ η ξ ϕ ε

= = =
= + + + + + + +∑ ∑ ∑                 (1) 

其中， taqi 表示每日空气质量指数 AQI 数值，下标 t 表示日期(2013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tcoverage ，表示大气网格化覆盖率差分值(阶段推进期内不变值)； itX 为控制变量，表示所有度量“保卫

蓝天”六大举措的指标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itZ 表示气象变量，包括每日最高温、最低温、风速以

及天气情况虚拟变量(是否有雨、是否有雪)。由于空气质量指数呈现较强时间分布特性，因此必须将时间

效应分离出来，才能更加准确观测网格化治理对空气质量的真实影响。 tη 表示国家法定节假日时间效应，

tξ 表示双休日时间效应， itϕ 代表一月至十一月各月份时间效应。 
被解释变量，AQI 数据整理自天气后报网 1，考虑到不同网站对空气质量以及天气气象测度水平的差

异性，气象变量(最高温、最低温、风速、雨雪虚拟变量)同样选自天气后报网。由于天气后报网的西安市

历史天气数据能够追溯到 2011 年 1 月 1 日，而历史空气质量数据只能追溯到 2013 年 10 月 28 日 2，因此

样本时间序列起始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28 日。另一问题是，天气后报网的西安市历史空气质量存在 5 日

数据缺失(2014 年 1 月 23 日、2014 年 3 月 24 日、2014 年 8 月 8 日、2014 年 8 月 22 日、2017 年 10 月 4
日)，缺失数据用真气网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 3 进行数据修补。 

对于风速控制变量，天气后报网只提供风力和风向数据，本文通过风力等级表将风力转化为风速。

国家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虚拟变量整理自 2012 至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 
“保卫蓝天”行动包含“减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六项举措，本文根据 2013 年至

2017 年《西安市“治污减霾”工作实施方案》中各项举措具体的任务数量，作为量化六大举措的指标。 
其中“减煤”指对规模以上工业推行“煤改气”以及“电能替代”来削减煤炭消费量，对煤炭市场

进行规制(用优质煤替代劣质煤)，同时禁止散煤使用，以全方位减少燃煤空气污染。而选用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作为控制变量的逻辑如下，企业使用燃煤将直接排放空气污染物，因此，统计年鉴中标准煤消费

量成为空气质量的支配变量，倘若直接使用该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对空气质量进行回归分析，将减弱其余

解释变量系数显著性。对此，本文选择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来避免使用支配变量。另一方面，无论煤炭、

天然气或电能最终都将转化为工业增加值。董会忠等指出工业总产值与能源消费量具有协整关系[15]，进

一步说明工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费量高度相关。若工业增加值参数显著为负，说明工业增加值促进空气质

量改善，进而说明随着“煤改气”以及“电能替代”工程不断推进，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得到改善，产值

增加同时减少污染。 
对于“增绿”变量，选取年末绿化覆盖面积增加值进行度量。以外，其余 4 大举措根据《西安市“治

污减霾”工作实施方案》每年安排的任务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原因如下：① 虽然“控车、治源”等举

措能够选取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数量等作为量化指标，但这些指标也仅来自某一项任务，并不能突出“控

车、治源”的政策全面性，将产生遗漏变量，同时“抑尘、禁燃”没有直接量化的数据或指标来度量该

两项举措(本文还进一步尝试从“抑尘、禁燃”举措各个任务执行部门官方出台的某些政府公文或发布信

息中，寻找能够量化的指标，但并没有此类数据)，因此为保证指标选取一致性，本文直接选取该四大举

措任务数量作为代理变量；② 每项举措任务数量不同，执行期限已给出且各有差异，因此能够有效避免

时间序列模型中，变量过多而容易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③ 这种方法还能够进一步简化控制变量数量。

倘若根据某项举措每个任务中能够量化的指标来共同度量该举措，则每项举措将被分解为为至少两个变

量，增加模型中解释变量个数，减少样本自由度。 

 

 

1天气后报网，www.tianqihoubao.com。 
2大约为 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正式实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日期，2013 年 10 月 28
日后才能获取 AQI、O3等数据，故排除网站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 
3真气网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www.aqistudy.cn/history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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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为关注的变量为 tcoverage ，即大气热点网格覆盖率增加值(阶段推进期内不变值)。为保证时

间序列数据平稳性，由大气热点网格覆盖率进行一阶差分得到。将实施网格化治理的区县行政区划面积

总和与西安市行政区划总面积相除得到网格覆盖率，如式(2)。 

100%
area

COVERAGE
XAAREA

= ×∑                                    (2) 

其中，COVERAGE 表示总覆盖率，XAAREA 表示西安市行政区划总面积， area∑ 表示执行网格化治理

的区县面积总和。如西安市第一个进行网格化治理区县是长安区，此时 area∑ 表示长安区面积，

COVERAGE 表示西安市当期网格总覆盖率，即 15.73%。第二个进行网格化治理的区县是莲湖区，此时

area∑ 表示长安区与莲湖区的面积总和，COVERAGE 为 16.11%。依此类推，当西安市 13 个区县全部

实施网格化治理时， area XAAREA=∑ ， 100%COVERAGE = 。 

tcoverage 计算公式如下： 

1t t t tcoverage COVERAGE COVERAGE COVERAGE−= − = ∆                     (3) 

∆为一阶差分符号。当 tCOVERAGE 为 16.11%时， 16.11% 15.73% 0.38%tcoverage − ==  (阶段推进

期内不变值)。各个区县实施网格化治理的时间整理自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 4。 
基准模型(1)中主要变量详细操作说明及原始数据来源见表 1。 

 
Table 1. The data declaration and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1. 数据说明与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单位 原始数据来源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aqi  AQI 指数 

天气后报网、 
真气网 

1526 110.10 68.75 19 500 

tso  SO2浓度 μg/m3 1526 24.29 21.17 2 145 

tno  NO2浓度 μg/m3 1526 49.06 18.73 13 126 

to  O3浓度 μg/m3 1526 42.92 28.50 5 141 

tcoverage  大气热点网格 
覆盖率增加值 

% (阶段推进期

内不变值)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1526 12.71 13.25 0 29.18 

tindustry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月不变价) 西安市统计局 1526 113.45 22.90 82.79 178.11 

tcoal  “减煤”其余任务量 

个(执行期内 
不变值) 

“保卫蓝天” 

工作方案 

1526 4.78 2.09 1 8 

tvehicle  “控车”任务量 1526 12.04 1.51 10 15 

tdust  “抑尘”任务量 1526 7.66 2.08 3 11 

tVOCs  “治源”任务量 1526 6.21 2.22 3 11 

tburn  “禁燃”任务量 1526 3.74 0.74 3 5 

tgreen  年末绿化覆盖面积 
增加值 

km2 
(年不变值) 西安市统计年鉴 1526 36.32 27.92 13.51 81.39 

thightemp  最高温 ℃ 

天气后报网 

1526 20.08 10.30 −2 42 

tlowtemp  最低温 ℃ 1526 10.69 9.49 −12 29 

twindspeed  风速 km/h 1526 15.47 1.99 3 29 

train  是否有雨 虚拟变量 1526 0.24 0.43 0 1 

tsnow  是否有雪 虚拟变量 1526 0.02 0.14 0 1 

tholiday  节假日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国务院办公厅 

1526 0.08 0.27 0 1 

tweekend  双休日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1526 0.27 0.45 0 1 

itmonth  月份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注：由于 11 个月份虚拟变量过多，限于篇幅，省略月份虚拟变量描述统计。 

 

 

4西安市生态环境局，http://xaepb.x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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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绘制空气质量指数(AQI)以及各类空气污染物浓度时间序列图，直观看出，自西安市开始实施大

气网格化治理至 2015 年 6 月，AQI、PM2.5、PM10 等 3 个指标浓度整体显著下降且峰值减少十分明显，

但 2015 年 6 月后峰值显著增加。SO2 峰值与谷值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 NO2、O3 则在观测期内呈现上升

态势。 
 

 
数据来源：天气后报网，真气网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 

Figure 1. The time-tendency graph of air quality index and kinds of air pollutions in Xi’an (2013-2017) 
图 1. 西安市空气质量指数及各类污染物浓度时间趋势图(2013~2017) 

3.2. 内生性问题分析及工具变量选取 

前文设定基准模型(1)没有充分考虑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当西安市处于非冬季供暖期时，如图

1(a)，空气质量基本全部为优良。但当空气污染严重时，一方面空气污染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如企业生产

活动，而企业生产活动一旦暂停或放缓，空气质量又会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西安市于冬季供暖期内对

企业生产强制实行限产停产政策，由执行部门对企业强制实施，进而降低工业增加值，改善空气质量。

因此，模型(1)存在空气质量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之间双向因果关系(内生性问题)，从而对其余变量(主
要为网格化治理变量)参数估计造成影响。 

为解决该内生性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Instrument Variable, IV)，而且该工具变量需要与工

业增加值高度相关，同时与空气质量无关。目前研究空气质量且同时涉及工具变量选取的文献中，较多

的研究视角为空气质量如何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即寻找空气质量的工具变量来消除空气质量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如 Broner et al.在研究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布局的影响时，采用通风系数(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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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16]，因为风速与空气污染物相关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证实[17] [18] 
[19]，Broner et al.则将风速与大气边界层高度相乘得到通风系数[16]。该工具变量来源于气象条件，与经

济活动没有相关性，该思路被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研究中[20] [21] [22] [23] [24]，
还有学者直接使用某一气象条件作为空气污染工具变量，如逆温层强度[25] [26]。 

陈诗一与陈登科在研究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时选取工具变量思路同样来源于Broner et al.设定

的通风系数[16] [27]。本文拟研究环境规制对于空气质量影响，只是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内生变量并非网

格化治理，而是控制变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需要寻找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工具变量。 
陈诗一与陈登科关于内生性问题分析给本文提供选取工具变量思路。他们首先对政府公文进行分词

处理，其次统计与环境相关词汇总字数，并计算其占政府报告全文比例，以此作为工具变量，并且在 Chen 
et al.基础上使用更加丰富的词汇以全面捕捉政府环境治理力度[27] [28]。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一般发生在年

初，而经济活动则贯穿于一年的始终，从而可以有效规避“反向因果”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27]。 
基于该思路，本文以执行限产停产部门数量作为工业增加值的工具变量，因为执部门数量越多，限

产停产措施执行力越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降低引致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越符合预期。另外，西安市

“治污减霾”方案于年初发布，意味着执行部门数量在年初已经确定，而全年空气质量在年初并不能预

知，从而有效避免“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增强参数估计效果。 

图 2 绘制执行限产停产部门数量与工业增加值散点图以及两者之间拟合直线。可见，在冬季供暖期

与重污染天气情况下，部门数量与每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显著负相关，随着部门数量增多，工业增加

值在限产停产期内减少更多。此外，将部门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还具有时间异质性优势，即执行部门仅于

冬季供暖期及重污染天气期间内对企业进行规制，且每年规定执行该规制政策部门数量不同。而非该时

期内，空气质量绝大部分为优良，政府不会执行限产停产政策，能够有效避免与其余变量可能产生的多

重共线性问题。 
 

 
数据来源：西安市统计局(2014 年~2018 年)，《西安市“治污减霾”

工作实施方案》(2013 年~2017 年)。 

Figure 2. The number of departments and the industrial added 
value 
图 2. 执行限产停产部门数量与工业增加值 

 
结合上述分析，为定量考察大气网格化治理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同时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最终在

基准回归模型(1)基础上设定如下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2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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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11
0 1 1 1 1t t i it i it t t it ti i iindustry DEP X Zπ ϖ η ξ ϕ σ

= = =
= + + + + + + +∑ ∑ ∑                   (4) 

6 5 11
0 1 1 1 1t t t i it i it t t it ti i iaqi coverage industry X Zθ θ ϑ λ µ η ξ ϕ φ

= = =
= + + + + + + + +∑ ∑ ∑              (5) 

其中， tDEP 代表执行限产停产部门数量。 

4. 回归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基准回归模型(1)参数估计结果。从第 1 列回归结果看来，在不排除其他环境规制政策影响

以及天气、时间效应时，网格化治理对于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并不显著。第 3 列回归结果则加入其余环境

规制政策作为控制变量，网格化治理对于空气质量改善效果依旧不显著。第 2 列仅在核心解释变量基础

上加入天气效应和时间效应，参数估计却成为显著正相关，但该结果同样未排除其余环境规制政策对于

空气质量的影响。第 4 列则重新加入其余环境规制政策，网格化治理系数显著性下降，但系数绝对值增

大。 
 

Table 2. The grid manag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the standard regression 
表 2. 网格化治理对空气质量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AQI 

全样本 无内生性样本 

(1) (2) (3) (4) (5) 

网格化治理 -0.07 
(0.14) 

0.31*** 
(0.12) 

−0.21 
0.21 

0.63** 
(0.25) 

0.006 
(0.22) 

规模以上工业   1.25*** 
(0.10) 

0.34 
(0.26) 

0.42*** 
(0.14) 

“减煤”   −2.12* 
(1.20) 

−0.39 
(1.26) 

−2.07* 
(1.09) 

“控车”   −4.54*** 
(1.97) 

0.68 
(2.66) 

1.53 
(1.54) 

“抑尘”   3.29 
(2.45) 

3.68* 
(0.09) 

2.45 
(1.60) 

“治源”   −3.48 
(2.48) 

−8.34*** 
(2.45) 

−2.46 
(1.87) 

“禁燃”   19.44*** 
(4.86) 

14.62** 
(5.71) 

0.54 
(0.87) 

“增绿”   −0.33*** 
(0.10) 

−0.09 
(0.13) 

−0.03 
(0.09) 

时间效应 无 有 无 有 有 

天气效应 无 有 无 有 有 

样本数 1526 1526 1526 1526 975 

注：回归报告中的小括号内为经异方差与序列相关(newey)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5%与 10%的显著性水平。资料

来源：作者基于 Stata 软件估计。 

 

基准回归模型显示，网格化治理并未改善西安市空气质量，甚至与西安市空气质量指数呈现显著正

相关关系，而该回归结果并未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最后，第 5 列回归结果剔除限产停产时期内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样本，使用 OLS 估计得出，各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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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网格化治理)与空气质量指数之间关系均大致表现为不显著。因为该样本内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以下，

不处于冬季，不存在集中供暖现象，不显著的关系可能来自于天气因素，凭借气象条件能够快速改善空

气质量，如雨天、起风等。 

4.2. 工具变量估计 

前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考察大气网格化治理对西安市空气质量影响，并进一步分离无内生性

问题样本进行单独回归分析。该小节则采用内生性问题样本(重污染天气及冬季供暖期内样本)数据进行分

析，将执行限产停产部门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在 2SLS 模型中进一步探究网格化治理与空气质量的关系。

表 3 报告 2SLS 回归结果。 
整体而言，表 3 第 3 至 4 列第一阶段回归 F 值大于 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2SLS 估计结

果可信。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网格化治理并没有显著改善西安市空气质量。 
 

Table 3. The grid manag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two-stage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表 3. 网格化治理对空气质量影响：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第一阶段回归 月工业增加值 

执行部门数量 −1.51* 
(0.91) 

−2.13*** 
(0.65) 

−2.76*** 
(0.31) 

−2.67*** 
(0.32) 

第一阶段 F 值 2.40 5.85 73.05 65.96 

第二阶段回归 空气质量指数(AQI) 

网格化治理 −1.05 
(1.04) 

−1.12 
(1.23) 

1.26 
(1.01) 

0.12 
(1.72) 

工业增加值 −2.65 
(3.11) 

−1.99 
(2.06) 

−0.69 
(1.66) 

0.61 
(1.09) 

“减煤” 
−9.44 
(9.27) 

−7.69 
(5.76) 

−12.59*** 
(4.47) 

−13.85*** 
(4.74) 

“控车” 
−24.70*** 

(7.21) 
−24.39*** 

(8.44) 
−33.66*** 

(8.43) 
−21.07** 

(9.45) 

“抑尘” 
32.52*** 
(10.82) 

34.60*** 
(10.82) 

19.11** 
(8.80) 

27.96*** 
(10.36) 

“治源” 
−27.71* 
(16.16) 

−31.58** 
(12.74) 

−23.25* 
(12.57) 

−38.48*** 
(14.41) 

“禁燃” 
161.74*** 

(27.42) 
162.92*** 

(28.40) 
167.27*** 

(25.14) 
154.91*** 

(26.12) 

“增绿” 
0.74 

(0.92) 
0.66 

(0.85) 
−0.95 
(0.94) 

−0.03 
(0.83) 

时间效应 无 无 有 有 

天气效应 无 有 无 有 

样本数 551 551 551 551 

注：小括号内为经异方差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5%与 10%的显著性水平。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Stata 软件估计。 

4.3. 异质性分析 

以环保部批评日期(2015 年 12 月 30 日)为时间断点，分别考察时间点前后网格化治理对于空气质量

的影响，即时间异质性。更重要的是，AQI 计算方式较为复杂，选择当天浓度最高的空气污染物代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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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AQI，因此 AQI 在不同时期内难免具有结构性差异，未考虑该差异，本文进一步进行污染物异质性分

析。 
为甄别网格化治理对于不同空气污染物产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对社会各项经济活动产生的空气污

染物进行识别。常见各种社会活动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以及引发的二次污染物整理制成表 4。 
空气质量检测部门每日发布 6 类空气污染物浓度，包括 PM2.5、PM10、CO、NO2、SO2、O3，而网格

员能够通过五官感知的空气污染物仅为 NO2 (红棕色，工业生产排放时通过视觉可见)、SO2 (具有刺激性

气味，使用劣质煤碳或者工厂偷排时通过嗅觉可闻)、O3 (其前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VOCs)具有刺激性气

味，网格员可通过嗅觉察觉，因此网格员可通过抑制挥发性有机物污染进一步遏制 O3 二次污染)。 
污染物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为表 5，分析网格化治理对不同空气污染物治理效果，表 5 为仅含有内

生性问题样本回归报告(冬季供暖时期以及重污染天气样本)，否则不能使用 2SLS 模型进行估计，表 6 为

不含内生性问题样本回归报告(非冬季供暖期与非重污染天气样本)。无论表 5 还是表 6，第 2 列与第 3 列

回归结果表明网格化治理与 SO2、O3 显著负相关，说明网格化治理自实施以来，通过网格员五官感知精

确定位污染源并采取相应治理措施的机制十分有效，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Table 4. The ordinary air pollution and secondary pollution 
表 4. 常见社会活动产生的大气污染及二次大气污染物 

活动类别 大气污染物 二次大气污染物 文献来源 

使用普通机动车 CO、NO2 O3、PM2.5 Clark et al. [29]; Wang et al. [30]; Shen et al. 
[31]; Chen et al. [32] 使用黄标车 CO、NO2、SO2、PM10 O3、PM2.5 

工业生产 CO、NO2、SO2、PM10 03、PM2.5 Wang et al. [30]；Shen et al. [31]；Chen et al. 
[32]；陈国伟等[33] 使用燃煤锅炉 CO、NO2、SO2 O3、PM2.5 

企业生产产生挥发性有机物 PM2.5 O3 Peleg et al. [34] 

施工扬尘 PM2.5、PM10 - - 

生物质燃烧 CO、NO2、SO2、PM10 O3、PM2.5 陈国伟等[33]；田贺忠等[35]；Zhou et al. [36] 

 
Table 5. The grid manag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pollu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V-2SLS) 
表 5. 网格化治理对空气质量影响：污染物异质性分析(内生性样本数据) 

 污染物异质性 

 (1) (2) (3) (4) (5) (6) 

第一阶段回归 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执行部门数量 −2.02*** 
(0.29) 

−2.02*** 
(0.29) 

−1.62*** 
(0.19) 

−2.67*** 
(0.32) 

−0.85*** 
(0.26) 

−2.02*** 
(0.29) 

第一阶段 F 值 43.67 48.26 33.05 65.96 10.21 43.67 

第二阶段回归 NO2 SO2 O3 PM2.5 PM10 CO 

网格化治理 0.72*** 
(0.09) 

−0.88*** 
(0.12) 

−0.17** 
(0.07) 

0.11 
(0.97) 

8.50 
(4.85) 

−0.007 
(0.004) 

工业增加值 −0.03 
(0.38) 

1.09** 
(0.52) 

−0.04 
(0.20) 

0.09 
(1.65) 

18.87** 
(8.84) 

0.002 
(0.02) 

“减煤” 
−4.53*** 

(0.99) 
0.33 

(1.61) 
0.65* 
(0.39) 

−11.37*** 
(4.40)  −0.08 

(0.05) 

“控车” 
−9.51*** 

(2.33) 
−19.26*** 

(3.14) 
−3.06*** 

(0.75) 
−24.03*** 

(8.57) 
−97.03*** 

(29.65) 
−0.44***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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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抑尘”    28.00*** 
(9.34) 

−48.00* 
(28.87)  

“治源”   2.91*** 
(0.78) 

−36.67*** 
(13.55)   

“禁燃” 
34.56*** 

(5.65) 
63.31*** 

(8.02) 
4.31** 
(2.18) 

159.98*** 
(25.69) 

189.82*** 
(54.79) 

1.13*** 
(0.27) 

“增绿” 
−0.42* 
(0.24) 

−1.39*** 
(0.32) 

−0.09 
(0.08) 

−0.10 
(0.72) 

−12.97** 
(5.38) 

−0.02* 
(0.01) 

时间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天气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数 551 551 551 551 551 551 

注：小括号内为经异方差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5%与 10%的显著性水平。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Stata 软件估计。 
 
时间异质性分析，从表 6 第 7 列回归结果看来，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网格化治理表现为 1%显著性

水平上恶化空气质量，而环保部批评后(表 6 第 8 列)样本回归结果显示，网格化治理则在 1%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改善空气质量。说明受到环保部批评后，网格化治理在西安市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下，发挥了预期

效果。 
 

Table 6. The grid manag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LS) 
表 6. 网格化治理对空气质量影响：异质性分析(无内生性样本数据) 

 

(1) (2) (3) (4) (5) (6) (7) (8) 

污染物异质性 时间异质性 

NO2 SO2 O3 PM2.5 PM10 CO AQI (环保部批

评前) 
AQI (环保部批

评后) 

网格化治理 0.22*** 
(0.04) 

−0.16*** 
(0.02) 

−0.36*** 
(0.10) 

−0.04 
(0.15) 

−0.28 
(0.34) 

−0.006*** 
(0.001) 

1.21*** 
(0.36) 

−1.22*** 
(0.43) 

工业增加值 −0.16** 
(0.06) 

0.12*** 
(0.02) 

−0.12 
(0.10) 

0.40*** 
(0.11) 

0.93*** 
(0.26) 

0.01*** 
(0.001) 

0.15 
(0.46) 

−0.13 
(0.45) 

“减煤” 
−0.76** 
(0.38) 

0.12 
(0.22) 

−0.18 
(0.47) 

−0.89 
(0.93)  0.003 

(0.01) 
3.14** 
(1.54) 

0.82 
(2.76) 

“控车” 
1.51*** 
(0.49) 

−0.16 
(0.24) 

−4.44*** 
(0.67) 

2.33* 
(1.29) 

9.84** 
(1.90) 

−0.01 
(0.01) 

−11.66 
(7.26) 

2.93 
(5.51) 

“抑尘”    0.45 
(1.35) 

−0.11 
(1.95)  29.36* 

(16.82) 
4.12 

(19.99) 

“治源”   3.98*** 
(0.61) 

−0.36 
(1.63)   −18.63 

(22.48) 
1.73 

(3.56) 

“禁燃” 
−3.84*** 

(1.37) 
1.64*** 
(0.55) 

5.13*** 
(1.69) 

−2.18 
(2.93) 

−3.48 
(5.35) 

0.09** 
(0.04) 

71.29** 
(33.94) 

3.76 
(5.22) 

“增绿” 
0.19*** 
(0.03) 

−0.05*** 
(0.01) 

0.05 
(0.04) 

−0.05 
(0.77) 

−0.33*** 
(0.11) 

−0.003*** 
(0.001) - - 

时间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天气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数 975 975 975 975 975 975 498 477 

注：小括号内为经异方差与序列相关(newey)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5%与 10%的显著性水平。资料来源：作者基

于 Stata 软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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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还更换被解释变量进行反事实检验，观测网格化治理对于 PM2.5、PM10 以及 CO 的影响(理
论上网格化治理对于此三类污染物应该不具有治理效果)。同样，无论样本数据是否内生(表 5 以及表 6
的第 4 与第 5 列)，网格化治理对于 PM2.5 以及 PM10 的治理效果完全不显著，符合理论预期，说明网格化

治理规制效果并非偶然，具有预期的规制效果，能够成为西安市治污减霾的长效机制。而对于 CO，表

5 第 6 列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而表 6 第 6 列回归结果为显著负相关，且在量纲上显著影响 CO 排放，主要

原因为冬季供暖期强制使用天然气供暖，而天然气不完全燃烧会产生 CO，削弱网格化治理对 CO 的规制

效果，因此表现为非冬季供暖期显著为负，而冬季供暖期不显著，另一方面，非冬季供暖期显著为负的

原因为，CO 作为工业生产的副产物，随着 SO2 一起排放，而网格化治理通过治理 SO2，进而附带治理

CO，因此表现为显著为负。 

4.4. 内生性及工具变量检验 

理论上 AQI 与工业增加值存在内生性，从而导致网格化治理参数估计存在一定偏误。由表 4 可知，

工业生产能够产生 6 类空气污染物，进而说明西安市处于冬季供暖以及重污染天气期间进行限产停产规

制时，该 6 类空气污染物与工业增加值同样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对该假设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

以及内生性假设检验(豪斯曼检验以及进一步在异方差情况下的杜宾吴-豪斯曼检验，DWH-test)十分必要，

能够进一步增强本文实证结果可信度。两种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Table 7. The weak instrumental variable test and the endogenous hypothesis test 
表 7. 弱工具变量检验与内生性假设检验 

被解释变量 
弱工具变量检验 内生性假设检验 

第一阶段 F 值 豪斯曼检验 p 值 
(Hausman-test, P value) 

杜宾–吴–豪斯曼检验(DWH-test) 
χ2/F 统计量(p 值) 

AQI 65.96 0.89 0.0193/0.0184 
(0.8895/0.8920) 

NO2 43.67 0.46 0.5776/0.5540 
(0.4473/0.4570) 

SO2 48.26 0.00 25.7004/25.8325 
(0.0000/0.0000) 

O3 33.05 0.84 0.0398/0.0380 
(0.8419/0.8454) 

PM2.5 65.96 0.99 0.000017/0.000016 
(0.9967/0.9968) 

PM10 10.21 −0.00  

CO 43.67 0.75 0.1045/0.1001 
(0.7465/0.7518) 

注：−0.00 表明进行豪斯曼检验的两个被比较的回归结果系数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不能被拒绝，即对于 PM10来说，工业增加值为外生变量。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Stata 软件估计。 
 
由表 7 检验结果，处于冬季供暖期与重污染天气样本，仅被解释变量为 SO2 时拒绝“所有变量均为

外生”的原假设，即对于 SO2 来说工业增加值为内生变量。此外，“部门数量”均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

(F 值均大于 10)。虽然仅有 SO2 与工业增加值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对于其余 6 个被解释变量中的工业

增加值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均不会影响其参数估计一致性，结果仍与 OLS 回归结果一

致。 
表 3 第 4 列以及表 6 第 8 列回归结果进一步说明，处于冬季与非冬季不同时间段内，西安市空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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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存在结构性变化，即假定该政策作用机制不变，非冬季供暖期内，网格化治理能够显著降低 AQI，而

处于冬季供暖期内，网格化治理虽然能够改善 SO2 与 O3 污染，但并未显著降低 AQI。原因为，冬季供暖

期内，AQI 主要影响因素并非来自于工业污染产生的 SO2，否则 AQI 也将与工业增加值之间存在双向因

果关系。进一步表明，该时期内空气污染来源并非网格化治理可控，可能更多来源于如冬季的集中供暖，

或是邻近省市污染物跨域传输。假设没有此类因素影响，网格化治理处于冬季供暖期的治理机制应与处

于非冬季供暖期相同，均能够显著降低 AQI，进而改善整体空气质量。综合考虑，网格化治理发挥了预

期的治理作用，只是由于冬季西安市空气污染物的季节性、结构性变化，导致网格化治理对 AQI 的影响

减弱，甚至变成不显著。 

4.5. 模型设定敏感性分析 

对 AQI、NO2、SO2、O3 与工业增加值取对数，采用对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回归结果对模型

设定的敏感性，如表 8 所示，回归结果与表 6 相同，依然显著。大气网格化治理对 SO2、O3 显著负相关，

进一步证实网格员通过五官感知，发现污染源进行治理的机制有效。而 NO2 与网格化治理显著正相关是

因为随着“煤改气”推进，使得氮氧化物污染不可避免地增加。 
 

Table 8. The grid manag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the sensibility analysis (OLS) 
表 8. 网格化治理与空气质量：敏感性分析(不含内生性样本) 

 (1) (2) (3) (4) (5) 

 污染物异质性 时间异质性分析 

 Ln.NO2 Ln.SO2 Ln.O3 Ln.AQI (环保部批评前) Ln.AQI (环保部批评后) 

Ln.网格化治理 0.03*** 
(0.009) 

−0.09*** 
(0.01) 

−0.04** 
(0.02) 

0.05*** 
(0.02) 

−0.14*** 
(0.05) 

Ln.工业增加值 −0.49*** 
(0.16) 

1.04*** 
(0.18) 

−0.24 
(0.21) 

0.60 
(0.74) 

0.10 
(0.64) 

Ln.“减煤” −0.03 
(0.03) 

−0.03 
(0.05) 

−0.07 
(0.05) 

0.15** 
(0.07) 

0.07 
(0.09) 

Ln.“控车” 0.67*** 
(0.19) 

−0.34 
(0.22) 

−1.28*** 
(0.36) 

−1.58 
(2.66) 

0.99 
(0.76) 

Ln.“抑尘”    - 1.53 
(1.93) 

Ln.“治源”   0.39*** 
(0.07) 

2.81 
(3.43) 

0.10 
(0.26) 

Ln.“禁燃” −0.26** 
(0.13) 

0.21 
(0.15) 

0.33 
(0.22) - 0.14 

(0.27) 

Ln.“增绿” 0.16*** 
(0.03) 

−0.06* 
(0.03) 

0.04 
(0.04) - - 

时间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天气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数 923 923 923 446 477 

注：小括号内为经异方差与序列相关(newey)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5%与 10%的显著性水平。资料来源：作者基

于 Stata 软件估计。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西安市为全国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其严重的大气污染将长期影响整个城市经济活动。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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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开始逐渐扩大环保财政支出，攻打蓝天保卫战，并于 2014 年正式实施大气网格化治理。作为全国

首批提出并率先实施大气网格化治理的城市，该政策能否改善空气质量，现有文献尚缺乏足够的实证证

据与结论。 
从本文实证结果中得出结论，网格化治理具有显著治理成效。进一步分析网格化治理的污染物异质

性和时间异质性：正如环保部所言，西安市网格化治理于环保部点名前期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其原因可

能为网格化治理作为创新性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无管理经验可循)，初步探索阶段可能存在网格员缺乏工

作经验、管理不当甚至是郊区网格化管理落实困难等问题，但经环保部批评后，西安市政府加强对网格

化治理监督管理力度与对网格员的培训力度，全方位提升网格化管理水平，进而使得网格化治理在非冬

季供暖期与非重污染天气时期内显著改善西安市整体空气质量。与之相反，虽然冬季供暖期内网格化治

理不能显著改善西安市整体空气质量，但却依然能够显著治理 SO2 与 O3 污染，只是由于“煤改气”的实

施，NO2 污染不可避免地增加。本文进一步发现，西安市不同时期的空气污染物存在季节性、结构性变

化，相比于非冬季而言，冬季氮氧化物(包括 NO2 在内)污染显著增加。 
虽然网格化治理发挥显著治理作用，但西安市近几年空气优良天数相比于治理初期(2013 至 2015 年)

却有所减少，冬季极端天气现象依然存在。大气污染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具有跨域传输特性。因此，

西安市仍然存在的极端天气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人为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如地理因素，相邻省市的空气

污染物跨域传输至西安市境内，或是来自于不可避免的社会活动，如西安市人口逐渐增长，冬季供暖能

源消耗增大。 
对于本文实证研究结果，为西安市治污减霾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① 进一步加强非冬季煤炭市场以及企业能源使用情况监管，以进一步减少非冬季供暖期内CO污染； 
② 进一步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对西安市空气污染存在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冬季极端天气现象问题采

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如提升集中供暖能源使用效率，或与邻近省市之间制定生态补偿机制； 
③ 进一步推动关中平原城市群乃至汾渭平原形成协同治理格局。2018 年汾渭平原被列为我国雾霾

污染防治主战场，而西安市作为汾渭平原雾霾治理成效最显著的城市，需要发挥其雾霾治理模范作用，

在汾渭平原内形成协同治理格局并发挥政策合力，最大化减少大气污染外溢产生的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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